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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东亚的沉没》

内容概要

这是甲午战争的历史切片解剖报告，这是引发大东亚格局、秩序巨变的的中日英“三国演义”。
高升号事件，一座国际军事史、政治史、司法史的里程碑，一个至今广为传诵的经典案例。
作者广泛搜集了三国官方文件，首次全景扫描了导致大东亚“沉没”的高升号事件：1894年7月25日，
日本联合舰队突袭并击沉中国租用的英国商船——高升号，船上千名清军及外籍船员罹难，引爆甲午
战争。
大清王朝且怒且喜，希望联合英国对抗日本；日本政府大惊失色，担心军方盲动搅乱战略全局；大英
帝国群情汹汹，远东舰队要求对日报复⋯⋯
大清出色而无力的弱国外交，日本阴险狡诈的危机公关，英国在利益与争议之间的艰难抉择。
而以高升号事件为开端的甲午战争，是日本近代史上第一次真正的对外战争。日本在军事和国际政治
上的完胜，改变了东亚的政治格局：中国逐渐被边缘化，英、日结成同盟，东方的中心从北京转移至
东京⋯⋯国际军事史学界普遍认为，高升号事件及其结局，成为推动日本军事冒险的原始雪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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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东亚的沉没》

作者简介

雪儿简思(Shel Jeanns)，本名陈春，澳大利亚华人。“非职业”历史学者、战争文物收藏家。历史研究
侧重甲午战争与八国联军，文物收藏主题遍及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八国
联军以及辛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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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东亚的沉没》

书籍目录

序幕第一章  风起朝鲜第二章  不宣而战第三章  击沉商船第四章  怒海求生第五章  悲喜交集第六章  胆
大妄为第七章  联合调查第八章  英伦愤怒第九章  激烈争论第十章  风向转变第十一章  被迫认赔第十二
章  国弱理曲第十三章  大东亚的沉没后记附录1：高升号事件及相关背景日历附录2：高升号事件人物
、名称表附件3：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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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东亚的沉没》

章节摘录

　　第一章　风起朝鲜　　朝鲜内乱，中日出兵。日本蓄谋已久，步步紧逼；中国和战犹疑，处处被
动。在日本优势兵力下，清廷终于决定增兵备战，遂雇佣英国商船运送援军，赶赴朝鲜⋯⋯　　1　
　几近十年，中日两国在朝鲜相安无事，维持着微妙的平衡，直至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　　东学党
号称“替天行道”，以“东学”对抗“西学”，主张“惩办贪官污吏”、“斥倭斥洋”。1894年2月15
日，民众不堪苛政，在全璋准统领下于全罗道古阜郡举事。日本认为此是恢复其在朝鲜势力的良机，
日本玄洋社遂组织“天佑侠团”，对东学党煽惑接济。到5月底，东学党即控制了朝鲜南部全罗、忠
清、庆尚三道，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机构。　　此时，袁世凯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为中国
在朝鲜最高代表。正值血气方刚的壮年，又是上国钦使，俨然朝鲜太上皇，自然力助朝鲜“平叛”
。5月份，袁世凯曾动用出使的中国军舰协助朝鲜官军调动。朝鲜政府内部就是否要向中国乞兵，发
生激烈争论。除了亲华与否的政治较量外，分歧更在于对1885年《中日天津条约》的担心：按照这项
条约，若中国出兵朝鲜，必须通知日本，中朝两国不少官员都担心日本借机出兵。对《中日天津条约
》，梁启超在其《李鸿章传》一书中，痛惜这是李鸿章“于属邦无外交之公法，知之未悉”的恶果，
“自兹以往，各国皆不以中国藩属待朝鲜也久矣⋯⋯后此两国各执一理，纠葛不清，酿成大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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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东亚的沉没》

编辑推荐

　　这是甲午战争的历史切片解剖报告，这是引发大东亚格局、秩序巨变的的中日英“三国演义”。 
高升号事件，一座国际军事史、政治史、司法史的里程碑，一个至今广为传诵的经典案例。 作者广泛
搜集了三国官方文件，首次全景扫描了导致大东亚“沉没”的高升号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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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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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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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东亚的沉没》

章节试读

1、《大东亚的沉没》的笔记-第202页

        1907年，在日俄战争的刺激下，各国迫切希望补充和发展海战和陆战法规，第二次海牙和平会议
召开。会议对1899年的三项公约和一项宣言（即海牙第一公约）进行了修订，并新订了十项公约，总
计十三项公约和一项宣言。英国根据“国际法研究院”在根特会议上提出的建议，提出制定《关于战
争开始的公约》，并获大会通过，成为海牙第三公约。

针对日本在甲午战争及日俄战争中偷袭旅顺港俄国舰队钻国际法空子的行为，《关于战争开始的公约
》在历史上第一次正式确立了宣战制度，规定不宣而战是非法的。该他、公约明确提出，禁止在没有
预先警告的情况下开始敌对行为，同时，战争状态必须“毫不延迟地通知各中立国”。

而“国际法研究院”提出的另一条原则，即宣战与首次战争行动之间应有合理的间隔期，没有在公约
中体现。这最终还是给“有心人”留下了可利用的破绽。此后二战中的所谓闪电战及偷袭珍珠港，在
攻击飞机到达前才递交宣战书等，就是钻了这个空子。

2、《大东亚的沉没》的笔记-第198页

        在西方列强看来，如果要在远东寻找伙伴，中日两国候选者中，充满朝气、步步紧随英国的日本
，更适合扮演代理人的角色。中国不仅老迈，而且本身的大国地位很容易对其他列强形成威胁，从而
破坏均势甚至提早引爆远东的战争，这是列强、尤其是英国所不愿意看到的。

中国的幅员、地缘和人口等所造就的先天的大国（未必强国）地位，注定在当时微妙的国际政治平衡
中，难以与任何国家真正结盟，而只能依赖自卫、自保、自强。西方列强所需要的东亚盟友，必须是
能够撬动远东的支点，显然，庞大的中国并不适合作为支点，而更适合作为目标和靶子，不仅难以维
持周边的可以作为战略缓冲的属国，更难以与列强建立互惠的同盟关系，这可能是从高升号事件上溯
到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外交的宿命。

高升号事件，可以看做是英国远东外交的彩排，该事件过程中英国所表现出来的游移乃至内部分歧，
都是这个战略形成中的“试错”和调整过程。

高升号事件，令中国朝野弥漫了几十年的对英国的亲善气氛急速消退，李鸿章甚至迅速与俄国签订《
中俄密约》，前门拒狼，后门放虎，希图依靠俄国来对抗得到英国支持的咄咄逼人的日本。从此，中
国外交基本处于完全被动挨打的地步，连此前偶尔还能奏效的“以夷制夷”也不再灵验。英国史学家
菲利普·约瑟夫尖锐的指出，中国得以保持领土完整，并非自身外交努力的结果，而是列强们的内讧
。他认为，只有日本人最透彻的理解到中国民众缺乏国家概念，其忠诚多是针对乡里宗社的，而“如
果中国能真正动员起国民的国家认同的爱国主义，则在对抗列强和日本的入侵时，效果一定会好许多
。”

甲午战争后，中国虽然依然是远东大国，但国际关系的远东主轴却已经不在北京，而转移到了东京，
中国被进一步边缘化，甚至西方各国纷纷将“中国通”使节，调换成清一色的原先供职于非洲的外交
官们。这些习惯在地图上用直线划分势力范围的新使节们，毫不理解也不屑于理解中国国情，最后导
致使节们与本国政府、中国政府三方面的信息脱节，误解日深。海外史学界的最新研究表明，这种信
息不对称是造成义和团——八国联军战争的重要因素。

3、《大东亚的沉没》的笔记-第122页

        对于英国来说，对付一个尚未摆脱半殖民地风险的日本（当时列强在日本国内还享有很多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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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东亚的沉没》

特权）和一个不断衰落的中国，并在两者之间维持一种平衡，这是对抗俄国南下、维持英国在远东既
得利益的最好办法。因此，英国既要扶持日本崛起，又要控制这种崛起不至于过度削弱中国。日本外
交文件很清醒地看到这一点：“对于垂涎满洲和印度的俄国，中国的利害关系正好同英国是一致的，
而且，为了不使法国向印度支那扩张其版图，中国所关注的问题亦同英国相同。”英国驻华公使欧格
讷认为：“这些（英国的）利益要求中国决不能为一场灾难性的战争所削弱，她应当在东方继续占有
支配地位。”

正是因为对于英国的态度吃不准，日本在发动甲午战争前相当犹疑。但在联合俄国进行调停失败后，
英国政府选择了放任日本。1894年7月16日，英国出乎意料地在新的《英日通商航海条约》上签字，条
约规定完全废除治外法权，成为日本同西方列强签订的第一个比较平等的条约。条约签订后，英国外
交大臣金伯利向日本驻英公使青木周藏祝贺说：“这条约的性质，对日本来说，比打败清国大军还远
为有利。”

英日修约在客观上加快了日本“征韩”的步伐。在修约的第二天，7月17日，日本大本营召开御前会议
，决定开战，并制定了作战计划。正如日本史学家远山茂树指出：“使日本有从事战争的可能的第一
个条件是她得到了英国的同意。”青木周藏随即在给外务省的报告中，急切地表达了自己的开战愿望
：“好不容易千辛万苦等待斗大的鱼一网打尽，而枪声尚未发，深为叹息！深为叹息！”

7月23日，英国照会日本：“今后中日两国若发生战争，中国之上海为英国利益中心，希望取得日本政
府不在该地及其附近作战的保证。”日本外务次官林董承认，在开战前因担心英清之间存在相互援助
的密约而犹豫，但英国发出照会要求上海中立后，日本“证实了英清之间没有任何盟约”，“朝鲜事
件的发展终于到了除开战外别无他途的程度，于是宣战”。

4、《大东亚的沉没》的笔记-第168页

            高升号事件及随后的重庆号事件、巴山号事件，给大清帝国笃信国际秩序与正义的“宋襄公”
们，上了一堂残酷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实践课。美国历史学家赫兰德尖锐指出：“高升号事件证明，所
谓的国际法，就是强权的工具而已。”
    国际法自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传入中国，中国的外交理念逐渐步入近代化。“大沽口船舶事件”、“
马嘉理事件”中都曾经按照国际法“依法办事”并有所收获。此后中国官方、尤其是洋务和外交部门
，官员们多对国际法比较熟谙乃至迷信，以为“各国互峙争雄，而公法行乎其间”。中国最早的外交
家郭嵩焘认为：“夫能以诚信待人，人亦必以诚信应之”。王韬主张处今日之世，“惟有开诚布公，
讲信修睦”。甲午战争前的交涉中，李鸿章还一直认为“两国交涉，全论理之曲直，非恃强所能了事
”，“日本虽竭力预备战守，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此万国公例，谁先开战即谁理诎”。
    而日本人也差不多同时期接受了国际法，但却比中国人更清醒的看到了国际法在国际角逐中的局限
性，从而娴熟地将其作为包装手段加以运用。时任日本参谋本部陆军部第二局局长的小川又次大佐在
其1887年写成的《清国征讨方略》中深刻的指出：“今日乃豺狼世界，完全不能以道理、信义交往。
最紧要者，莫过于研究断然进取方略，谋求国运昌隆。”“”兵力不整时，万国公法亦绝不可恃⋯⋯
亦不足恃，亦不足守“，可谓一语中的。
    两国的认识差距，在1876年李鸿章与日本使臣森有礼的谈话中充分表现出来。李说：“”两国和好
，全凭条约“，”恃强违约，万国公法所不许“；而森有礼却称”和约没甚用处“，”国家举事，只
看谁强，不必尽依着条约“，”万国公法亦可不用“。李鸿章直到最后才认识到：”国际上没有外交
，全在自己立地，譬如交友，彼此皆有相当的资格，我要联络他，他也要联络我，然后够得上交字，
若自己一无地位，专欲仰仗他人帮忙，即有七口八舌，亦复无济于事。“可惜为时已晚。

5、《大东亚的沉没》的笔记-第120页

        日本外交，被西方史学界称为“霞关外交”。霞关是日本政府所在地，“霞关外交”最大特点就
是日本将外交置于政府工作的首要位置，实施政府的整体外交。明治时期日本的首要国家目标就是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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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东亚的沉没》

除与西方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外务省被作为六部之首，大量的贵族子弟纷纷负笈英伦，留学归来后多
进入外务省工作。到19世纪90年代，与西方修约的工作进入高潮，外务省更是吸收了东京帝国大学法
学院的大量毕业生，东京帝国大学的法学教授鸠山和夫还应井上馨邀请出任外务省调查局局长。因此
，日本外交十分注重国际法研究和运用，并在国际法领域与英国的专家密切合作。在以“法”（国际
法）办外交的思路下，日本在高升号事件的调查和处理中，反应快速，措施得当，充分抓住了国际法
的灰色地带，最终令自己一举扭转被动的局面。

“霞关外交”的特点，除了重视国际法之外，还十分注重策略技巧。日本外交惯用模糊词语，如果不
能蒙混过关，则将责任推给中下层的执行者，高层故作无辜，以此赢得回旋余地；日本外交也十分注
重在强者面前的低姿态，一旦军方行动引起强者不满，会毫不吝啬向强者道歉，以避开强者盛怒的锋
芒，这一特点一直沿用至今；日本外交更是强大的宣传机构，聘用大量外国顾问，保持与西方舆论界
的密切联系。在甲午战争中，日本外交机构竭力鼓吹其出师朝鲜的正义、日军的神勇和“文明”，以
及其在朝鲜的改革符合西方的利益，这与中国不向西方提供任何信息的封闭态度形成鲜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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